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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具有经济结构效应。
利用 2008—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三次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
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结构效应。利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检验计量回归结果，表
明结果是稳健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了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但对出口中的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
业比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最低工资制度促进转型升级的同时，采取相应政策

措施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及加工贸易竞争力，促进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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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 1938 年第一次以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形式规定了最低工资，即雇主可以支付的最低劳动

力价格，以保证工人最低的适当生活水平。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报酬一定意义上是能够得到
保障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 1992 年 12 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所以有必要对劳动者的最低收入做些限
定，1993 年中国以《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为标志开始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一些研究表明国家的
政策干预确实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工资扭曲现象［1］。随后一年颁布的《劳动法》明确了最低工资制度
的法律地位，但真正地在全国推开是 2004 年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以后，其明确了一些细则，确定最
低工资标准一般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
资、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了制定最低工资的职能部门，通过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进
行测算。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
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
年至少要调整一次。2013 年多部委联合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到 2015
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以上。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在《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以后，普遍出台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总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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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 年各省市区最低工资
标准( 第一档) 元

省份 最低工资 省份 最低工资

山东 1 380 福建 1 200
广东 1 550 江西 1 230
北京 1 400 河南 1 240
上海 1 620 湖北 1 300
天津 1 500 湖南 1 265
陕西 1 150 广西 1 200
重庆 1 050 海南 1 120
江苏 1 480 四川 1 200
浙江 1 470 贵州 1 030
河北 1 320 云南 1 265
山西 1 290 西藏 —
内蒙 1 200 甘肃 1 200
辽宁 1 300 青海 1 070
吉林 1 320 宁夏 1 300
黑龙江 1 160 新疆 1 210
安徽 1 260
数据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的最低工资呈现出一个加速增长的过程，调整频率加

快，调整幅度加大，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与时间差异。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各省市人力保障部门公开的数据，

1997 年以前，除上海为 310 元外，其他省市均不超过 300 元，到
了 2008 年绝大多数省市在 550 ～ 750 元，2013 年所有省市均超
过 1000 元，最高的上海达到 1620 元，如表 1 所示。1994—2004
年的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7%，而在实施《最低工资规定》之
后，2005—2013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1%。2005 年后，几
乎每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率都要显著高于 2004 年之
前。从 1993 年至 2014 年各省市自治区对最低工资的调整在
8 ～ 13次，但在 2008 年以后调整次数都在 5 次左右，调整频率
也显著加快，2004 年及之前年均仅调整 0． 45 次，而 2005 年之
后各地年平均调整次数超过 0． 64 次。
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贫困，防止严重的分配不

公，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劳动义务后应获得的维持其基本生

活的劳动收入。但在运行中，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影响工资与就
业，最终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一些地区甚至希望利用最低工资
制度改变产业的低端锁定，改变其产业结构，促使产业向高端演进。国务院《促进就业规划( 2011—
2014 年) 》明确提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要达到 13%以上，这将是一个较大的外界冲击变
量，势必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发展效应，特别是产业的结构效应，所以，研究最低工资的结构效应，有其

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既有文献，探讨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将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最低工
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借此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 一) 结构变迁逻辑

“卡尔多事实”指出了多部门经济体系中的稳定性资本产出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份额、
实际利率等都保持稳定［2］。与此相对的“库兹涅茨事实”则体现了部门之间非均衡发展与结构变迁
的过程［3］。Herrendorf et al．［4］综述研究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产业变迁的内生特征，主要是从需求与供
给的角度解释驱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的收入增加，由于
产品的收入弹性差异，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引起了对产业产品需求产生
变化，使得劳动力发生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变迁。从供给的角度看，由于各部门之间的技术进步率与
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变迁。假设产业 2 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产业 1 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部门 1 劳动者收入向部门 2 看齐，由于存在鲍莫尔成本病( Baumol's cost disease) 的原因，产业 2
的产出增加，相对价格下降，引起要素价格下降，导致要素从产业 2 部门流向产业 1 部门，引起结构
变迁［5-6］。
以林毅夫等为首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

变迁是由其特定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7-10］。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主要是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包括
物质和人力资本) 构成，另外基础设置( 包括硬软基础设置，硬基础设置如公路、机场、港口、电力、电
信系统等公共设施，软基础设置如制度、社会资本、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被看成是经
济体要素禀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就会有不
同的产业结构。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与资源相对资本来说较丰富，其发展劳动密集
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有比较优势，可以优先发展这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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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迁的要素禀赋结构带动着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工资影响着劳动者的供给结构。一个国家
的要素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不同，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应着有差异的最优产业结

构。如果经济体要升级其产业，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就需要先
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需要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当然，产业变迁的快慢不仅取决
于要素禀赋升级的速度，还要看基础设置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基础设置会促进或延缓经济的产

业升级。什么是最有效的产业升级途径，或者说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需要
存在一个能反映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的价格体系，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越是竞争的市场体系，产生

的价格才最有效，最能反映其稀缺性与丰裕度，所以只有有效的市场才能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另一种角度来看，如果在任何时间段产业结构对要素禀赋结构来说都是最优的，这时，经济竞争力最

强，经济剩余最多，资本积累最快，那么产业结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
( 二) 最低工资结构效应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基于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最低
工资制度对就业及相关的影响，另一个研究方向是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雇主对最低工
资的提高如何反应呢? 对就业效应的研究上，在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之初就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Stigler［11］指出雇主对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最低工资水平高
于市场平均水平将导致企业雇佣规模下降，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失业率增加，使得一部分低收入人

口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Neumark et al．［12］与 Burkhauser et al．［13］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就业
产生负效应，支持了上述观点。但是九十年代的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支持就业减少的观
点［14-15］。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负效应。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
场，尤其是雇主垄断的市场，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平衡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要价能力，最终保

障劳动者的最低收益，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16］。最近的一些研究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最低工
资制度是必须的，尤其是在诸如中国这些非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与地区。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
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标准面前无法平等地谈判，特别是大量的劳务派遣合约的存在，增加了劳务派遣

公司的利润，使得低收入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低于成熟市场和劳动力边际贡献的应得收入。
最低工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往往来源于对部门就业的影响，最低工资有很大的溢出效应［17］，增

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它也促使中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涨。在两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某一个部
门企业适用最低工资规定，另一部门企业不适用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的提升导致适用最低工资

制度的部门企业劳动力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从而增加这一部门就业竞争的强度，弱化另一部门的竞
争力。最低工资的提升改变了企业或行业的生产成本，挤压企业的利润，促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Wakeford［18］利用南非的数据进行研究，也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短期内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效
应，但在长期却具有正效应。Huizinga［19］则持相反观点，利用荷兰的数据指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劳
动生产率具有正效应，在长期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会增加失业和通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最终体现在行业的竞争力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最低工资的快速提高，可以增加低技术密集型企业

的工资负担，从而接近这些企业的利润红线，进而可以淘汰落后产能和低端产业，并加速产业结构升

级的步伐。但是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得企业业态发生变化，中小企业是吸纳低收入者( 诸如农民工、城
镇低技能职工、新毕业大中专技校生) 的一个主要载体，使得本来就融资困难、缺乏政策支持的中小
企业生存更加困难。此外，降低了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会增加外迁的可能性。
三、最低工资提升引致产业结构变动的机制
( 一) 服务业开放限制背景下的制造业转移

服务业是中国限制开放的领域，包括金融、电信、运输、互联网服务等产业，直到 2015 年 5 月，北
京市才成为中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开始降低多项外资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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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服务监管模式，服务业扩大开放力度逐渐加大。最低工资的提高，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
影响一部分二次产业，使其竞争力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服务业开放限制，FDI 主要集中在第二产
业，随着最低工资的提高，国外对华投资增速降低，尤其在劳动力成本敏感的行业影响更为明显，已

有的在华投资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一些劳
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也开始转移到境外寻求发展。因此，在国外资金对中国服务业
影响较小的背景下，第二产业外迁将使得国内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相应的服务业比例上升。
( 二) 最低工资提升的收入效应

随着最低工资的提升，带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收入也随之增加。收入的增加带来了
福利改善与消费模式的变迁，根据广义恩格尔定律的解释，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

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是更多地从对物质产品消费转向非物质产品消费，增加了教育、文
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也就是增加了第三产业的需求，最终会提升第三产业比例。
四、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实证检验最低工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相对分
散，我们参考产业结构变迁领域的既有文献，选取了主要的影响变量作为本文实证检验的控制变量。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STＲUC it = α + βMWAGE it + λXit + σi + μit ( 1)
其中，i代表所属省份，t表示相应的年份，α为截距项，μ为随机干扰项，σ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固

定效应。被解释变量 STＲUC为经济结构变量，本文选取四个衡量指标: 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比例
以及出口中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所占比例。核心解释变量 MWAGE为 i省 t年的最低工资。控制变量
X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境外投资、人均研究与实验发展投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均矿
产资源新增投资。此外，为了避免方差与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指相应的产业比例关系，主要为三次产业结构的第二与第三产业，文中为了深化产

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情况，利用各地区出口中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业等比例关系来反映其细化的产

业结构变迁状况。第二与第三产业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出口结构的数据来源
于各省市区的 2008—2013 年度的统计公报，少数未在公报中体现的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商务厅的
出口情况总结。

2． 核心解释变量: 最低工资水平
本文对最低工资的界定是各个省市区每年公布的最低工资的数额( 第一档) 。极少数的省份在

某一年度调整了两次最低工资标准，此时以最后一次调整数额为准。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区的劳动社
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或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

3． 控制变量
影响经济结构变迁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与外商投资等方面。
自然资源禀赋代理变量沿用徐康宁和王剑［20］做法，采用采矿业年度投入作为产业结构的资源

约束变量，无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制约，它都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

变量，特别是对最初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
人均 GDP与人均国外投资则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受到国外投资的影响水平，国外投资通

过直接嵌入的方式对一个地域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通过技术溢出等方式对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规模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规模报酬递减还是规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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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递增理论，产业规模往往对应着内部的产业调整与变迁，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反映一个地区产

业的规模。人均 GDP、人均国外投资、人均采矿业投入与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为利用 2009—
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计算所得。
由于西藏数据的缺失，本文选择了除西藏外 30 个省市区数据。虽然中国 2004 年已经出台《最

低工资规定》，但是从收集的资料来看，一个相对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在 2008 年以后才在各省市区
建立起来，所以本文选择了 2008 年以来的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统计显示中国的第
三产业占比偏低，均值只有 40． 6%，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滞后; 出口中，高新技术产业比例
仍然偏低，均值只有 17． 4%，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此外，最低工资的均值为 951． 1 元，最小值只有
560 元，最大值有 1620 元，可见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最低工资( 元) 180 951． 1 245． 4 560． 0 1 620． 0
第二产业比例( % ) 180 48． 5 7． 8 21． 7 61． 5
第三产业比例( % ) 180 40． 6 8． 7 28． 6 77． 5
出口中加工贸易比例( % ) 180 25． 9 18． 9 0． 3 97． 0
出口中高新技术比例( % ) 180 17． 4 14． 7 0． 1 57． 6
人均 GDP( 元) 180 36 660． 5 19 114． 2 9 904． 2 98 111． 5
人均国外投资( 美元) 180 2 398． 2 3 461． 3 89． 4 19 240． 9
人均 Ｒ＆D( 元) 180 660． 9 912． 1 38． 6 5 602． 8
人均采矿业投资( 元) 180 1 044． 1 1 108． 7 0． 7 6 353． 8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元) 180 23 206． 2 10 825． 0 5 184． 8 62 026． 2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最低工资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Hausman检验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依据固定效应
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安排对产业结构的倒逼效应。
估计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提升对第二产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并且统计上显著，最低工资每提

高 1%，第二产业比重降低 0． 136%，见表 3 第( 1) 列。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工资的提高
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受冲击较为明显。采矿业投资往往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代理
变量，其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显著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在决定产业结构方面

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
提高最低工资对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有效的正向驱动效应，最低工资每提高 1%，将使得第

三产业占比提高 0． 0985%，见表 3 第( 4) 列。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对第三产业的提升起到一个相反
的作用，而科技投入 Ｒ＆D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一个正向的作用。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的负向关系，
有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驼峰型”( hump-shaped) 态势的演变期，即工业化在一段时期既表现
出工业化也表现出去工业化的综合特征。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必然表现为人均 GDP 升高与第三产
业比例的正向关系。
此外，最低工资对产业结构综合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传递。最低工资对工资进而就业的影响

都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才能在产业结构上有所体现。考虑到“工资粘性”，在回归时，本文用滞后一期
与滞后两期的最低工资水平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最低工资水平的回归结果比当期对产业
结构的影响程度更大，也更为显著。虽然滞后二期的影响程度也更大，但是已经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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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最低工资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均取 ln)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 1) ( 2) ( 3) ( 4) ( 5) ( 6)
最低工资 － 0． 136＊＊＊ 0． 098 5*

( － 0． 050 4) ( － 0． 055)
最低工资滞后一期 － 0． 142＊＊＊ 0． 123＊＊＊

( － 0． 040 2) ( － 0． 045 5)
最低工资滞后二期 － 0． 362 0． 345

( － 0． 331) ( － 0． 347)
人均 GDP 0． 452＊＊＊ 0． 454＊＊＊ 0． 226＊＊ － 0． 458＊＊＊ － 0． 514＊＊＊ － 0． 288＊＊

( － 0． 083 3) ( － 0． 068) ( － 0． 105) ( － 0． 091) ( － 0． 076 9) ( － 0． 11)
人均境外投资 － 0． 014 8 － 0． 028 7 0． 023 4 0． 014 5 0． 024 7 － 0． 029

( － 0． 020 5) ( － 0． 02) ( － 0． 038 9) ( － 0． 022 4) ( － 0． 022 7) ( － 0． 040 7)
人均 Ｒ＆D经费 － 0． 060 6 － 0． 105＊＊ － 0． 093 7 0． 107＊＊ 0． 168＊＊＊ 0． 127*

( － 0． 039 5) ( － 0． 045 6) ( － 0． 064 4) ( － 0． 043 2) ( － 0． 051 5) ( － 0． 067 5)
人均采矿业投资 0． 031 8＊＊＊ 0． 014 4 0． 02 9 － 0． 022 0＊＊ － 0． 011 8 － 0． 030 8*

( － 0． 008 76) ( － 0． 009 48) ( － 0． 017 6) ( － 0． 009 56) ( － 0． 010 7) ( － 0． 018 4)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0． 201＊＊＊ － 0． 159＊＊＊ － 0． 148＊＊ 0． 231＊＊＊ 0． 197＊＊＊ 0． 214＊＊＊

( － 0． 043 5) ( － 0． 042 6) ( － 0． 058 8) ( － 0． 047 5) ( － 0． 048 2) ( － 0． 061 5)
常数项 2． 364＊＊＊ 2． 265＊＊＊ 3． 768＊＊＊ 4． 867＊＊＊ 5． 333＊＊＊ 3． 709＊＊＊

( － 0． 348) ( － 0． 323) ( － 0． 728) ( － 0． 38) ( － 0． 366) ( － 0． 762)
观测值 180 150 120 180 150 120

Huasman( p值) 0． 00 0． 00 0． 01 0． 00 0． 09 0． 07
模型选择 FE FE FE FE FE FE

Ｒ2 0． 314 0． 344 0． 338 0． 362 0． 388 0． 506
注: 括号内为 t值，＊＊＊、＊＊、*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二) 最低工资制度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为了更为详细地考察最低工资安排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通过分析产业内高新技术与加工产

业的比例变动关系来了解最低工资的调整对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出口与当地的产业
结构尽管存在些许差异，但是，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又促进产业结构的演

变。我们选取各地区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所占比例与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作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代
理变量，一方面可以考察最低工资安排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管窥最低工资的调整对区

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由表 4 第( 1) 列、第( 4) 列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提升对中国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比例及高新技术

比例均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作为加工贸易的出口大国，总体上处于加工产业链底端，低廉的劳动成
本优势是中国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的加工贸易利润较低，从大批量的鞋子、圣诞
树、电动玩具等低端加工品，到电脑、苹果手机等，加工企业利润较低。比如苹果手机，尽管大部分的
生产与组装在中国完成，但中国仅占每个手机利润的 2%左右。最低工资提高 1%的比例，将使得加
工贸易比例降低约 2%，具有一个放大的特征。在组装生产线的大部分劳动工人的工资，只比最低工
资的标准高出少许，所以一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会影响到大批的中国低端的加工贸易企业，使他

们的劳动成本上升，低工资雇佣工人变得困难，最终会影响到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中的比例。在二
三产业的回归分析当中，最低工资对第二产业有一个负向的作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应是体现

在加工产业上。即使其中一些被划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含量仍不高，竞争力来源仍是劳动成本比
较优势，劳动力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非常大的冲击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
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最低工资一直处于上升期，政府试图通过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而出口中产业竞争力源泉的调整却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导致最低工资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业
在出口中所占比例具有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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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最低工资制度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变量( 均取 ln)
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例 出口中高新技术所占比例

( 1) ( 2) ( 3) ( 4) ( 5) ( 6)
最低工资 － 2． 008＊＊＊ － 1． 949＊＊＊ － 1． 391＊＊ － 1． 369＊＊

( 0． 570) ( 0． 568) ( 0． 663) ( 0． 658)
最低工资滞后一期 － 0． 161 － 0． 194

( 0． 543) ( 0． 670)
人均 GDP 2． 131＊＊ 1． 743＊＊ 0． 407 0． 030 6 － 0． 115 － 0． 321

( 0． 943) ( 0． 875) ( 0． 932) ( 1． 096) ( 1． 012) ( 1． 150)
人均境外投资 － 0． 254 － 0． 303 － 0． 095 0 － 0． 173

( 0． 232) ( 0． 272) ( 0． 269) ( 0． 335)
人均采矿业投资 0． 043 1 0． 063 1 0． 077 0 － 0． 070 6* － 0． 063 1* － 0． 031 4

( 0． 099 2) ( 0． 097 6) ( 0． 129) ( 0． 115) ( 0． 113) ( 0． 159)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0． 648 － 0． 693 － 0． 372 0． 744 0． 727 0． 774

( 0． 492) ( 0． 491) ( 0． 585) ( 0． 572) ( 0． 568) ( 0． 722)
人均 Ｒ＆D经费 0． 694* 0． 376* 0． 725* 0． 094 1*

( 0． 448) ( 0． 617) ( 0． 520) ( 0． 761)
人均 Ｒ＆D经费滞后一期 0． 868＊＊ 0． 791*

( 0． 418) ( 0． 484)
常数项 － 1． 744 － 0． 619 2． 825 0． 917 1． 337 0． 139

( 3． 941) ( 3． 808) ( 4． 185) ( 4． 578) ( 4． 407) ( 5． 161)
Huasman( p值) 0． 00 0． 00 0． 46 0． 0 0． 06 0． 74
模型选择 FE FE ＲE FE FE ＲE
观测值 180 180 150 180 180 150
Ｒ2 0． 198 0． 191 0． 146 0． 145

注: 括号内为 t值，＊＊＊、＊＊、*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三) 稳健性检验: 准自然实验的方法

“准自然实验”方法是借助政策的突然变化带来的冲击以识别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国外较早
使用此方法研究最低工资的冲击效应，Card and Krueger［15］利用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变动来识别最
低工资对快餐业雇佣员工的影响。在国内，马双和甘犁［21］运用准实验的方法研究最低工资对在职
培训的影响。本文借鉴这一思想，利用“倍差法”来探讨最低工资变动对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
响。由于省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只是体现一个趋势性的关
系。我们利用 2010—2011 年一些地区最低工资上涨，而一些地区维持最低工资不变，通过准自然实
验的方法研究区域经济结构变动。2010—2011 年时间段中国有内蒙、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四
川、甘肃与西藏等八个省市区没有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其他 23 个省市区都进行了最低工资的
调整。所以选取进行最低工资调整的 23 个省市区为实验组，其他没有进行工资调整的 7 个省市区
( 忽略了西藏) 为对照组。

表 5 实验组省份月最低工资调整情况 元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山东 920 1 100 浙江 960 1 140 湖北 800 1 080
广东 1 100 1 300 河北 1 100 1 310 湖南 850 1 020
北京 960 1 160 山西 900 1 100 贵州 830 930
上海 1 120 1 280 辽宁 900 1 100 云南 830 950
天津 920 1 160 吉林 820 1 000 青海 770 920
陕西 760 860 安徽 720 1 010 宁夏 710 900
重庆 680 870 福建 900 1 100 新疆 960 1 160
江苏 960 1 140 河南 800 1 080

表 5 给出了 23 个省份在 2010 年
与 2011 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广
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工资标准
较高，最高的广东与最低的陕西相差

440 元。变动最大的省份是河南与湖
北，达到 35% ; 变动最小的是贵州，变
动为 12%，其次是上海与陕西，分别为
14． 3%，13． 2%。各省市年度调整幅
度一般在 20%左右，平均值为22． 1%。
样本中较多的省份利于消除地域之间经济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提高实验的准确性。
表 6 显示最低工资调整以后，实验组的第三产业比例提高了 0． 09 个百分点，提高比例为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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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0—2011 年实验组与对照组
部分经济结构指标变动情况 %

指标 组别 2010 年 2011 年 差 差中差

第三产业
对照组 35． 86 34． 99 － 0． 87
实验组 41． 16 41． 25 0． 09 0． 96

第二产业
对照组 50． 34 51． 39 1． 07
实验组 50． 36 50． 44 0． 08 － 0． 97

加工贸易
对照组 17． 33 22． 78 5． 45
实验组 47． 75 44． 05 － 3． 7 － 9． 15

高新技术产业
对照组 13． 44 19． 54 6． 1
实验组 31． 74 28． 46 － 3． 28 － 9． 38

而对照组第三产业比例降低了 0． 87，二者
相差 0． 96 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两组省份的
第二产业占比均有增加，但对照组增加更

多，实验组略有变动，二者相差 0． 97 个百
分点; 加工贸易显示最低工资的变动降低

了实验组的加工贸易出口比例，而对照组

在此期间有所增加，差中差值是对照组增

加了 9． 15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出口比例方
面显示实验组的出口比例下降，而对照组

比例上升，导致了二者的差别在 9． 38 个百
分点。
与前面的面板数据回归相比较，准自然实验显现了相同的趋势性变化，尽管变化的比例有所出入，

但是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按照实验组 22%的最低工资变动率，通过面板数据计量结果得到的
系数来推导各结构变动比例，分别为第三产业比例增加 3． 0%，第二产业比例降低 2． 2%，加工贸易比例
降低 44． 0%，高新技术比例降低 30． 6% ; 通过准自然实验得到的产业结构变动比例，分别为第三产业比
例增加 2． 3%，第二产业比例降低 1． 9%，加工贸易比例降低 19． 2%，高新技术比例降低 29． 6%。除加
工贸易比例出入较大、不够稳健外，其他三个产业变动比例相近，总体上印证了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六、结论
我们利用 2008—2013 年 30 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

响。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变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效应: ( 1) 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促进了第三产
业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对中国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并有可能对就业以及各个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 中国总体的出口额仍在增加，从总体上
说，最低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但是，最低工资对出口结构的变动仍然
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对加工行业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提高最低

工资的同时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诸如税收减负等政策，降低成本，帮助高新技术产业与加工贸易企

业度过阵痛期。( 3) 最低工资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大，显现地区间存在
阻碍要素流动的社会制度，需要政府减少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羁绊，真正实现要素的自由流
动，促进经济结构良性升级。( 4) 保障最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与适度缩小两级分化，应是最低
工资政策的核心，而结构效应只是在完成上述目标时的副产品，不能本末倒置赋予其更多的经济发

展任务，失去这项政策的应有之义。如果政府偏离政策核心，把它当成干预经济的一个手段，将不可
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 5)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六年，样本数 180 个，今后的研究拓展
需要更多样本数据以及方法，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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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Economic Structur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AN Yubo1，LIU Xiaoge2
( 1． Policy Ｒesearch Office，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Jinan 250002，China;

2．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Ｒesearch，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can improve the income of low-income people，and it will also have a structural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study us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3 showed the mini-
mum wage system produced obvious economic structure effect． The test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proved that the re-
sults were robust．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sector，but it has nega-
tiv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 processing trade and high-tech industry，which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take cor-
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processing trade．

Key words: minimum wage; structural chang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quasi-natural experi-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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